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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本質化 
葉大銘牧師
亞洲宣教士培訓員 
加拿大華人神學院（天道神學院）講師 
《環球華人宣教學期刊》第38期，2014年10月。
上期的宣教隨筆提到文化本質化。這是一個重要的題目，現在比較詳細的說明。
1． 社會事實 、本質論（essentialism）、建構論（constructivism）

社會科學處理的是社會事實（social fact）。本質化社會事實是將社會事實看為實存的物質，有本質和界線劃分的。例如說「漢族」是實存的，有清晰的品質，每個漢族人都有同樣的品質，所以我們可以預料所有漢族人都有同樣的行為。比例，漢族人有同一價值觀（例如儒家思想）、守同樣節日（春節、端午節等）。這樣的品質和行為將漢族和其他民族分別出來。
社會科學家（包括人類學者）不接受本質論，提倡建構論。社會事實是人造出來的，沒有本體的實質，存在不是長久，是易變的
。社會事實所代表的是真實存在，但是社會事實本身卻是人造出來的。「漢族」代表的人群的確存在，但是「漢族」這個名詞（和意思）卻是人造出來的。漢族群體沒有清楚界線，有很多成員的行為表現出他們沒有同樣的價值觀。有些人可能不知道這些價值觀，有些人儘管知道也不遵從，也有些人儘管願意遵從，但在某一情況因為環境不利而不遵從。而且價值觀是不斷改變的（特別是現在受全球化影響）。因此「漢族」這社會事實的意思是不斷改變的。

文化也是同樣的。如果本質化文化，文化成為本體的實質，是一個群體所有成員擁有的。人類學者 Friedman 提出文化本質化是按著以下三個步驟形成的：
第1， 看文化為一些有實質的意義。
第2， 看文化是個人擁有的，與群體的其他人共用。
第3， 這些意義就好像文章有客觀的存在，研讀文化就好像讀文章，不需要透過屬於這文化的人了
。
相反，建構論（又稱過程論）下的文化概念卻是給文化和社群成員一個辯證式互動關係。一方面，社群的成員可以接受一些文化特徵，拒絕另一些文化特徵，或者改變一些文化特徵。另一方面，儘管文化對社群成員沒有控制性的影響，但仍然有重要影響
。
文化本質化的後果就是錯誤的期望，認為所有同一社群的人都有同樣的行為表現。例如說中國文化是中國人擁有的實質，有便是中國人，沒有便不是中國人，是外來人，所以界線是清晰的。很多人犯了這個錯誤，包括基督徒和宣教士 。正確的概念是「中國文化」這觀念是人造出來的，沒有本體的實質，存在不是長久，是易變的，而且沒有清晰的界線。事實上中國有這麼多人口，很難找到每一個人都共用的文化，所以有不同的中國文化。而且越來越多人在某一方面與一些中國人共用一些文化特徵，但在另一方面則與另外一些中國人（甚至外國人）共用一些文化特徵，形成混合（creolization）或混雜（hybridization）現象。
2.
文化本質化與文化基要主義（cultural fundamentalism）

文化本質化的極端就是文化基要主義。文化基要主義包括兩點。第一，每個文化有清晰的界線，和其他文化分別出來。並有其獨特性，因此不能和其他文化比較，形成極端文化相對論。第二，文化是互不相容、彼此敵對的， 因為人類的民族中心主義是根深蒂固 。所以文化基要主義提倡按著文化分開社群
。

有些多元文化社會的政策者和少數民族領導人抱著文化基要主義的態度，這樣會帶來壞的後果， 就是種族隔離，成為變相的種族主義。

另一個壞後果是助長種族或國家衝突。亨廷頓在《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
中所提出的文明衝突論便是出自文化基要主義。因為文化基要主義是錯誤，文明衝突的結論也是錯誤的。然而如果用這學說來提倡「相似文明」的聯盟及與「不同文明」的對抗和衝突，這是很危險的。
3．
本質化與霸權（hegemony） 
霸權不是指政治性的蠻橫權力，而是在社會科學上指社群不經意的接受、認為是理所當然的權力。這權力可以根基於關係、形象、或思想等。因為根深蒂固，社群不會質疑這權力。所以這權力通常是隱藏的
。封建時代的王帝有掌控百姓生死的大權，百姓也認為這是理所當然的，這就是霸權。
為一個群體定下名稱（和意思），這名稱就代表這個群體。當這群體在這個名稱和意義下定位，便受影響驅使他們的行為表現配合這意義。這樣定下名稱包含霸權來影響行為。通常的情況是有權勢的人（包括政界人員、富豪、知名人士）才可以成功的帶來定名和定位。有權勢的人不單帶來定名定位，並且本質化這些名位，因為這些名位帶來的行為是對他們有利的。這樣就持續他們的霸權了。

舉一個例子，人類學者Kearney指出給一個群體定名為「農民」，如果他們接受，後果就是他們的生活方式會配合農民的方式，他們也會按著農民的身分來爭取（或不爭取）政治權利。如果「農民」的意義包含被欺壓，他們會忍氣吞聲受苦。因此有權勢的人會借著本質化這名稱來長期壓制這些「農民」
。

社群經常借著本質化文化來建立和維持霸權。例如在印度的原教旨印度教徒主張印度的文化建基於印度教（定下名稱和意義），因此所有印度人應該是印度教徒。他們借著教育來建立霸權，這樣下一代都不自覺的成為印度教徒。然而事實上印度沒有統一的文化，印度教也不是統一的，所以這是借著本質化文化來建立和維持霸權。
4.
本質化與話語（discourse）

理論是有關意義和真相，話語則不同，是包含意圖和目的
。舉例，一個人進入一房間，說：「這房間很冷啊」。從理論來看，可以從氣溫來決定這房間是不是冷。然而從意圖和目的來看，這個人說這句話，其實是想關閉開了的窗。

本質化的語言，從理論來看是錯誤的，然而從話語來看，卻可能表達合理的要求。例如一個少數民族的領袖提出他的民族有自己的文化，但是給主流文化破壞了，所以要求保護他們的文化。從理論來說，他是本質化文化。然而從話語來看，他是表達他的民族的一個重要的需要，就是文化的失落，社會結構的破壞，帶來民族的衝擊可能引致很多社會問題，如酗酒、吸毒、犯罪等，甚至民族的消滅。所以當我們聽到這些話語，不是單單判斷錯誤，也要明察意圖和目的，和怎樣滿足合理的要求
。
5.
宣教應用

在這裏提出三個宣教應用。
a.
未得之民和定型 

在前線宣教裏，未得之民（又稱福音未及之民）的概念是宣教策略的根基。這個概念的根基是民族觀念。上文已經指出「民族」是人造出來的社會事實。然而，在前線宣教裏「未得之民」卻常常被本質化 ，以至每個未得之民都有清楚文化界線，與其他民族劃分出來。借此來定每個未得之民在宣教策略裏的優先次序，並定下配合他們文化的宣教方法。然而，明白文化沒有本體的實質、存在不是長久、是易變的、而且沒有清晰的界線，便會謹慎的定宣教策略。有些情況下，可能「民族」不再是適合的名稱。例如「華人」這個名稱，普世「華人」的移民有不同的文化背景，說不同語言，來自不同國家，甚至有不同的身分認同，所以不是單一的民族。既然如此，「華人」這個名稱是不是不適合呢？
另一方面，進入一個群體宣教時，很容易犯的錯誤是定型（stereotype）這群體的人。定型是出於本質化，認為群體的每個成員都有同樣的文化特徵。定型阻礙瞭解和溝通，容易引致偏見和歧視。不定型，用辯證式互動方法來看文化和社群成員的關係，才能夠真正明瞭這個社群的成員，而且採用有彈性和有效的方法來宣教。
b.
多元文化和混雜文化

在這個全球化、人口大流動、和城市化的世界裏，宣教士很可能面對的不是單一文化的群體，而是多元文化和混雜文化的群體，包括移民、難民、國內遊民（例如中國民工）、國際性遊民（例如宣教士、跨文化交際學員、外交人員、跨國商人、和留學生）、跨國群體（transnational cosmopolitans）。這是新的情況，需要新的理論與新的策略和方法。
c.
愛國和愛同胞

「國家」和「同胞」都是社會事實，是人造出來的。所以我們需要提防本質化這兩個觀念。有權勢的人會不斷本質化它們（例如借著教育、宣傳、法律、甚至戰爭來本質化），以霸權來牢籠百姓。一定程度的愛國和愛同胞沒有違背聖經的教訓。然而，當這感情過分強烈，阻礙我們跟隨主的時候，便產生問題。基督徒首先是神國子民，然後才是地上的國民。因為愛國和愛同胞，而歧視或排斥其他民族，或是忽略向他們宣教，或是忘記公義憐憫，這都是重大問題。所以我們需要提防本質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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